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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技术背景下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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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 虚拟影响者作为新兴的营销工具, 通过模拟人类特征和个性来吸引消费者, 尤

其在年轻群体中影响力显著。企业可以从形式真实性和行为真实性两个维度出发, 设计不同类型的虚拟影响

者。企业在营销活动中应用虚拟影响者可以通过新颖性吸引消费者注意力, 从而提高品牌创新感知, 还可以避

免出现真人影响者那样的丑闻事件和不当行为风险。然而, 虚拟影响者营销也存在潜在消极效应, 如算法出错

引发的算法厌恶、恐怖谷效应以及消费者对虚拟影响者真实性的质疑。影响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的重要调节

因素包括来源透明度、产品类别/特征、应用场景以及消费者个体差异等。最后, 研究对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

进行了总结, 并进一步探讨了虚拟影响者营销在技术赋能、作用机制、营销结果、营销伦理等领域的未来研

究展望, 以及虚拟影响者营销应用的广阔发展前景和可能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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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完善和新技术的出现, 企业

的营销策略和客户行为正在被改变(Davenport et al., 

2020)。在 AI 的助力下, 虚拟影响者已经成为社交

媒体上的新角色, 不仅能够通过分享的内容吸引

关注, 还可以直接向追随者提供产品或服务以促

进交易, 给消费者行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Kim & 

Baek, 2024)。像其他真人网红一样, 虚拟影响者可

以通过舞台化照片和行为表演吸引粉丝的关注 , 

从而增加自身的声誉和影响力。大量年轻人在社

交媒体上关注了那些明知道不是真人的虚拟影响

者。数据显示, 消费者在 Instagram 上与虚拟影响

者的互动程度是人类影响者的近 3 倍(Baklanov, 

2019)。近年来, 虚拟影响者在营销活动和广告场

景中的应用也不断涌现。一些企业开始选择非真

人的虚拟影响者作为产品或服务的营销传播渠道, 

从而对品牌沟通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Thomas & 

Fowler, 2021)。在数字环境中, 企业常应用虚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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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完成客户服务任务(Belanche et al., 2020; Krämer 

et al., 2018), 如回答消费者的问题、引导消费者完

成购物过程。与侧重于任务导向的虚拟代理不同, 

虚拟影响者更侧重于创造消费者体验(Seymour et al., 

2023)。本研究重点关注可以在广告和品牌代言中

进行营销应用的虚拟影响者。 

迄今, 人工智能在营销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如何利用技术来创建定制的广告文案、产品推荐

或提供客户服务(e.g. Chen et al., 2019; Deng et al., 

2019; Qin & Jiang, 2019; Rai, 2020)。随着人工智

能的影响逐渐蔓延到了社交媒体影响者的领域 , 

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利用虚拟影响者来推广产品

并与受众建立联系, 包括天猫、肯德基、路易威

登、宝格丽、蒂芙尼、耐克在内的知名品牌。虚

拟影响者可以利用 AI 技术模仿人类的特征和个

性, 从而吸引特定的细分市场(Thomas & Fowler, 

2021)。虚拟影响者在广告行业的应用已经初见成

效。例如, 虚拟影响者 Rozy 在一年内获得了 100

多项赞助和代言, 仅 2021 年就赚了近 100 万美

元。更有甚者, 虚拟影响者 Lil Miquela 每篇赞助

帖子大约 8500 美元, 一年赚了近 1100 万美元, 这

远远高于社交媒体影响者的平均收入。 

互联网已经进入流量红利殆尽的阶段,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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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瓶颈, 必须引领企业进入全新数字化时代。

虚拟数字人被视为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伴生产物 , 

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市场研究机构

量子位智库(2021)指出 , 我国虚拟数字人的市场

规模将在 2030 年达到 2700 亿元。目前, 虚拟影

响者在营销领域的实践应用越来越多样, 如虚拟

主播、虚拟代言人、虚拟偶像等。很多品牌已经

选择了虚拟影响者作为其品牌代言人, 如自然堂

的代言人堂小美, 阿里巴巴的代言人 AYAYI, 奈

雪的茶的代言人 NAYUKI。他们不仅有着类似人

类的外表形象, 还具备极其类人的行为反应。在

AI 技术的赋能下, 虚拟人越来越具备类人的“内

核”, 即拥有了智能驱动支撑的心智内核。作为一

种新兴的营销方式, 虚拟影响者营销已经在实践

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系统性回顾已有研究, 

不仅可以梳理和评估虚拟影响者营销的研究现状

与发展趋势, 还可以总结实践经验从而为营销实

践者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建议。 

2  虚拟影响者的概念与分类 

2.1  虚拟影响者的概念与内涵 

在社交媒体时代, 企业常会选择适合的网络

影响者为自己的产品或品牌代言。这些影响者会

积极发布个人相关内容并与其他用户互动, 由此

积累社会资本和人气并影响受众的观点或行为

(Audrezet et al., 2020)。虚拟影响者是网络影响者

的其中一种, 他们是由人工智能自主控制的实体, 

能够以交互式、实时渲染的方式在数字环境中呈

现(Sands et al., 2022)。虚拟影响者会以类似于人

类影响者的方式呈现, 拥有自己独特的人设和故

事线, 并且其他消费者可以与他/她在虚拟环境中

进行互动(Hanus & Fox, 2015)。他们通常会通过文

字表述和视觉表现不断地进行自我叙事, 从而打

造特定人设(徐震南 等, 2023)。如果一名虚拟影

响者“使用软件和算法使其像人类一样执行任务”, 

可以被视为人工智能影响者 (Thomas & Fowler, 

2021)。还有一类特殊的虚拟影响者, 他们是由人

类控制的虚拟角色(Felnhofer et al., 2019)。这种虚

拟影响者被网友称为“套皮虚拟人”, 即拥有数字

化的人类外形, 但其控制实体是真人, 其语言、动

作和面部表情是通过设备捕捉真人行为而生成的。 

虚拟影响者之所以被构建出鲜明的个性, 目

的在于增加其人际吸引力, 以便更好地与消费者

开展互动。人设明确的虚拟影响者往往有着更好

的市场反应(徐震南 等, 2023)。例如, 虚拟偶像和

歌手“初音未来”, 企业利用电脑合成了生动的数

字人和动听的歌声, 甚至还利用全息投影技术举

办了现场演唱会, 吸引了大批狂热粉丝的追捧。

Thomas 和 Fowler (2021)认为, 作为一种数字创造

的人造人 , 虚拟影响者通常具备一定的网络名

气。他们往往在社交网络中拥有相当规模的粉丝

或追随者, 可以被视为“一个或几个利基市场中值

得信赖的时尚引领者” (De Veirman et al., 2017)。目

前, 虚拟人不仅可以在视觉层面上越来越接近于

真人, 同时在 AI 的助力下表现出强交互属性, 使

其可以提供更接近于真人的自然交流体验, 为用

户带来更强的互动感和沉浸感。这意味着, 虚拟

人不仅可以给用户提供特定领域的功能价值, 还

可能提供情感价值。 

虚拟影响者可以给人们创造类似于与真人交

往的社会情感或联系。研究显示, 人们对虚拟人

的社交、情感、认知和行为反应与对人类的反应

相似(Nass & Moon, 2000)。在与虚拟人进行互动

时, 不仅可以满足与人际交互相同的社会交互需

求(Krämer et al., 2018), 还会激活与情感和人际

体验相关的大脑区域(Krämer et al., 2015)。这些区

域包括与情感识别相关的杏仁核(amygdala)、面部

识别相关的梭形回(fusiform gyrus), 以及与主观

感受相关的岛叶皮层(insular cortex) (de Borst & 

de Gelder, 2015)。与人类影响者一样, 个体会选择

与更有说服力的虚拟影响者进行互动, 并有可能

消费在互动过程中出现的促销或广告产品(Hanus 

& Fox, 2015)。虚拟影响者的追随者越多, 其创造

者就能向商家收取越多的费用来推广他们的产品

(Robinson, 2020)。 

虚拟影响者可以突破真人的很多限制, 在社

交媒体上的表现甚至超越了人类影响者(Appel et al., 

2020)。虚拟影响者在企业营销活动中的优势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低风险性。虚拟影

响者的行为和表现完全可控制且可预测, 有效避

免了可能引发的丑闻或不当行为风险。其次, 高

定制化。虚拟影响者的外观、性格和人设等可以

根据品牌或客户需求进行定制, 从而实现更精准

的市场定位。再次, 低成本性。虚拟影响者无需

支付传统人类影响者所需的高额酬劳、差旅费用

及场地开销, 其内容创作也可通过 AI、语音合成、

实时渲染等技术高效完成, 显著降低了运营与维

护成本。最后, 高灵活性。虚拟影响者能够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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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活跃, 随时发布内容并与粉丝互动, 确保品牌

始终保持在公众视野中。 

2.2  虚拟影响者的分类 

如今, 社交媒体平台上有许多虚拟影响者的

外观越来越写实, 使虚拟人看起来与真人的区别

越来越小。例如, 虚拟影响者 AYAYI 在 2021 年

凭借一张“证件照”引发网友对超写实虚拟人的关

注。她以天猫超级品牌日数字主理人的身份入职

了阿里巴巴, 成为阿里巴巴的首个虚拟数字人员

工。AYAYI 的形象非常逼真, 几乎与真人无异, 她

的皮肤纹理甚至会像真人一样根据灯光和环境而

发生变化。Miao 等(2022)指出, 虚拟影响者可以

在形式真实性和行为真实性两个维度对消费者反

应产生影响。其中, 形式真实性反映了虚拟影响

者在外观上与人类的相似性, 而行为真实性反映

了虚拟影响者在交互能力上与人类的相似性(Miao 

et al., 2022)。形式真实性和行为真实性的增加都

可以提高虚拟影响者的拟人化程度, 影响消费者

对虚拟影响者的感知和反应。 

2.2.1  形式真实性 

根据形式真实性 , 虚拟影响者可以分为三

类：类人虚拟影响者、类卡通虚拟影响者和非人

类虚拟影响者。类人虚拟影响者在视觉上最像人

类, 他们的拟人化外观增强了消费者对其人性化

的感知, 从而产生了积极的消费者反应(Miao et al., 

2022)。然而, 消费者对高水平的形式真实性的反

应并不总是积极的。类人虚拟影响者大多展示了

不切实际的美丽外表和体型 (Moustakas et al., 

2020)。虚拟影响者过于完美且逼真的外貌会影响

人们对美丽的认知和自我期望。有研究认为, 虚

拟影响者是文化和媒体在未来的潜在风险, 因为

他们影响了人们对美、风格和文化方面的不切实

际的期望(Wong, 2018)。此外, 有证据表明, 随着

虚拟人在视觉线索和认知能力方面变得更像人类, 

一些消费者会对这种不可思议的相似性感到不安

(Wiese & Weis, 2020)。这会导致虚拟影响者的亲

和力下降, 并产生消极的消费者反应。这种消极

影响可能是由于虚拟人和先进技术在一些流行文

化、科幻电影或书籍中被刻意妖魔化所导致的

(Stein et al., 2020)。 

有学者认为 , 虚拟影响者并不是越类人越

好。因此, 一些虚拟影响者的设计者正在试图避

免这种潜在的消极影响, 比如设计另一种类型的

虚拟影响者——类卡通或动画版虚拟影响者。这

类虚拟影响者具有中等的人类相似度, 而且人们

能够发现他们不是真实的。例如, 来自法国的虚

拟偶像 Noonoouri 就属于类卡通虚拟影响者, 她

更贴近 3D 动画人物。类卡通虚拟影响者可以规

避类人虚拟影响者可能引发的一些消极影响, 如

扭曲审美、恐怖谷效应等。Arsenyan 和 Mirowska 

(2021)指出 , 虚拟人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虚拟

性”元素, 而不是试图最大化其人性特征。该项研

究对比了类人虚拟影响者、类卡通虚拟影响者、

真人影响者, 发现类人虚拟影响者会引发恐怖谷

效应而造成更差的代言效果。但是, 如果完全去

除虚拟影响者的人类特征会减少拟人化程度, 导

致个人联系感的缺乏。因此, 企业在设计虚拟影

响者时需要取得微妙的平衡。 

非人类虚拟影响者通常具有较低的拟人化和

真实性, 他们的形态可以各种各样, 包括动物(如

John Pork)、非现实生物(如 Nobody Sausage)和人

性化物体(如 Good Advice Cupcake)。由于这些虚

拟影响者通常看起来像三维或二维卡通角色, 因

此不太可能被认为是真实的。与许多传统品牌吉

祥物类似, 非人类虚拟影响者能够有效地影响消

费者的行为反应。尽管如此, 关于非人类虚拟影

响者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争议：一些研究表明 , 

用户对具有低关联性或低类人特征的实体可能会

产生负面反应(Muniz et al., 2023), 并更倾向于偏

好具有高度拟人化的虚拟形象(de Boissieu & Baudier, 

2023)。然而, 某些非人类虚拟影响者(如 Nobody 

Sausage)却能激发极高的用户参与度和情感依赖

(Yan et al., 2024)。此外, 消费者通常更倾向于从

类卡通虚拟影响者和非人类虚拟影响者中寻求娱

乐性和真实性, 而从类人虚拟影响者中获取信息

性利益(Yan et al., 2024)。 

2.2.2  行为真实性 

由于当前技术的限制, 虚拟影响者无法实现

完全自动化, 需要由专门的团队或个人进行监督

或操控(Koles et al., 2024)。因此, 虚拟影响者通常

依赖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 精心设计其鲜明的个

性、丰富的情感、人设或叙事背景等元素, 这些

属性共同塑造了虚拟影响者的行为真实性。行为

真实性越高, 意味着虚拟影响者展现出更多类人

的行为特征 , 例如 , 日常“生活”的展示 , 或与真

人的合照互动等。Sorosrungruang 等(2024)根据形

式相关性和内容相关性, 将虚拟影响者分为 5 类：

代言型−类人虚拟影响者(spokesperson human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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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influencers)、网红型 −类人虚拟影响者

(influencer humanlike virtual influencers)、传道型−

动漫虚拟影响者 (evangelist anime‐ like virtual 

influencers)、吉祥物型−非人类虚拟影响者(mascot 

nonhumanlike virtual influencers)以及讲故事型−

非人类虚拟影响者(storyteller nonhumanlike virtual 

influencers)。本研究借鉴 Sorosrungruang 等(2024)

的研究 , 并基于行为真实性将三类虚拟影响者

进一步细分为 6 类 , 如图 1 所示。该分类与

Sorosrungruang 等(2024)分类的主要区别在于, 本

研究进一步细化了类卡通虚拟影响者的分类。 

如果虚拟影响者仅仅以品牌代言人的身份出

现在代言场景, 而缺乏鲜明的个性塑造或人设故

事, 那么这类虚拟影响者会因为缺乏行为真实性

而影响消费者情感依恋 , 如代言型−类人虚拟影

响者。虽然这类虚拟影响者具备高度拟人化的外

观,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互动策略, 他们的行为与

现实生活中的人类行为大相径庭, 导致互动性和

参与度较低。典型的例子如 Lu do Magalu 和 Candy 

Prada。相对而言, 网红型−类人虚拟影响者则通过

模仿真人网红的个性和行为, 精心打造自己的虚

拟形象。这类虚拟影响者通常不属于某个品牌 , 

而是以自由代理的身份存在。因此, 他们常在社

交媒体上分享情感或生活方式相关的内容, 从而

与粉丝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 增强互动性并提升

品牌关联度, 例如 Lil Miquela 和 Imma。 

相比之下 , 代言型−类卡通虚拟影响者呈现

出中等程度的拟人化特征 (如卡通或动漫风格 ), 

其内容主要侧重于品牌推广。这类虚拟影响者的

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尚处于半开发状态, 通常缺

乏深度的情感表达和连贯的叙事结构, 导致其互

动性较弱, 例如 Noonoouri 和 Baribe。然而, 如果

为这些虚拟影响者增添更具创意的背景故事、才

艺展示或人物传记等元素, 将显著提升其内容的

吸引力, 甚至可能成为观众心目中的偶像, 类似

于类卡通虚拟影响者洛天依和初音未来。研究表

明, 即使是外观拟人化程度中等或较低的虚拟影

响者, 如果与创意丰富的内容和完善的角色设定

相结合, 亦能成功吸引受众(Sorosrungruang et al., 

2024)。 
 
 

 
 

图 1  虚拟影响者的分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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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吉祥物型−非人类虚拟影响者通常具

备较低的拟人化外观(如动物或非生物形象), 其

内容较为简单, 缺乏深层次的情感表达, 因此互

动性相对较弱。吉祥物的核心功能是体现品牌价

值、使品牌拟人化, 从而增强品牌与受众之间的

社会互动(Radomskaya & Pearce, 2021)。因此, 这

类虚拟影响者更倾向于充当品牌吉祥物的角色 ,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影响者, 典型的例子包括 Good 

Advice Cupcake 和 Guggimon。相比之下, 讲故事

型−非人类虚拟影响者虽然外观拟人化程度低 , 

但其行为真实性高且富有吸引力。这类虚拟影响

者通常以幽默或生活化的内容吸引观众, 凭借创

意丰富的叙事和情感共鸣, 显著提升受众的参与

度和记忆点, 例如 Nobody Sausage 和 John Pork。 

3  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的作用机制与
调节因素 

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虚拟影响者开展营销活

动, 原因在于他们比人类影响者产生了更积极的

营销效应。在特定情境下, 相较于人类影响者, 由

虚拟影响者代言的广告可以使消费者产生更积极

的广告态度, 消费者更愿意选择和消费虚拟影响

者推荐或代言的产品。在社交网络中, 很多消费

者更愿意关注那些个性鲜明、人设有趣且能带来

积极情感体验的虚拟影响者。由此, 虚拟影响者

的营销应用促进了品牌与消费者的深度接触与互

动, 有效提高了品牌影响力和受众覆盖面。然而, 

虚拟影响者营销并不总会带来更积极的消费者反

应 , 有些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 , Zhou 等

(2024)研究发现, 当虚拟影响者(相较于真人)代言

的产品或服务侧重于近感官体验(如味觉、嗅觉、

触觉)时, 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购买意愿较低。

一些学者认为, 人们对虚拟影响者的类人能力可

能会持有负面看法(MacDorman, 2019; Stein et al., 

2020)。还有学者指出, 虚拟影响者就像他们的人

类同行一样, 也有可能出现违法或越轨行为, 导

致消费者对品牌认知的消极影响(Thomas & Fowler, 

2021)。 

正因为虚拟影响者的营销应用效果并不总是

积极的, 有必要深入探讨虚拟影响者为什么会引

发积极或消极的营销效应和消费者反应, 以及引

发不同作用机制的重要调节因素。因此, 本研究

将分别从虚拟影响者营销的积极效应及其作用机

制、消极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调节因素三个方面

出发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3.1  虚拟影响者营销的积极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虚拟影响者就像人类影响者一样, 可以在社

交媒体上满足人们在身份、娱乐、社会关系和自

主性方面的需求(Arsenyan & Mirowska, 2021)。

Thomas 和 Fowler (2021)研究表明, 虚拟影响者可

以产生类似于人类影响者的品牌代言效果, 这一

影响可以用记忆的联想网络模型进行解释。该模

型提出 , 存储在记忆中的信息会通过路径连接 , 

允许从一个节点到下一个节点的激活(Anderson, 

1983)。在营销情境中, 该模型一直被用于解释消

费者品牌联想的形成。在人类影响者作为广告代

言人的情境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消费者记忆

中品牌会和其代言人关联在一起(Thomas & Fowler, 

2016)。类似的, 虚拟影响者也可以在消费者心目

中与其代言的品牌相关联, 这表明获得积极认知

的虚拟影响者可以引发消费者对品牌的积极联想。 

有研究认为, 虚拟影响者的出现可以将真实

世界和想象世界相连接, 从而为消费者提供一种

逃避现实的场景(Arsenyan & Mirowska, 2021)。虚

拟影响者的出现让消费者有机会沉浸在基于真实

世界的替代现实中(Dill-Shackleford et al., 2016)。

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种沉浸感是一种独特的社交

互动, 因为他们的对话可以改变虚拟影响者后续

的行为 , 并产生彼此相互联系的感知 (Hwang & 

Zhang, 2018)。这是因为, 机器学习技术可以使虚

拟影响者在与消费者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学习, 从

而在细节和洞察力方面得到持续改进(Kietzmann 

et al., 2018)。有些消费者甚至会模仿虚拟影响者

的行为(Kramer, 2018)。因此, 虚拟影响者能够与

消费者在互动中增加联系感, 满足消费者在社交

互动和情感支持方面的需求(Felnhofer et al., 2019)。 

虚拟影响者作为有品味者的典范, 具有获得

消费者喜爱的积极属性, 并以类似于人类影响者

和名人代言人的方式行事 (Thomas & Fowler, 

2021)。虚拟影响者的出现及其与消费者的共鸣可

以为营销人员和品牌带来巨大的好处, 这些好处

甚至超出了通过人类影响者实现的好处(Sands et al., 

2022)。越来越多的企业之所以开始应用虚拟影响

者, 其原因主要包括企业对虚拟影响者具有更高

的控制力, 营销成本更低, 以及企业追潮流的动

机(zeitgeist motives) (Franke et al., 2023)。相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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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影响者, 企业应用虚拟影响者从而带来积极

效应的主要机制如下： 

3.1.1  积极影响机制一：品牌契合度 

营销者可以自主设计想要的虚拟影响者作为

其品牌代言人, 控制其具体的数字行为表现, 还

可以利用 AI 技术实现行为表现的自动生成。通过

使用虚拟影响者提供客户服务, 品牌可以对影响

者的行为和客户服务反应进行更好的控制, 将“人

为错误”的风险降至最低(Sands et al., 2022)。企业还

可以利用自然语言生成技术让虚拟影响者发声。已

有研究指出, 自然语言生成的好处之一是能够保

持品牌声音的一致性(Del Rowe, 2019), 这在使用

人类影响者时可能很难实现。另外, AI 技术既可

以对问题寻求单一的最佳解决方案, 也允许识别

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促进发散型问题解决(Paschen 

et al., 2020)。例如, 虚拟影响者可以利用问题解决

技术发帖, 对粉丝的评论或问题进行回应。虚拟

影响者还可以做出调整以适应追随者个性, 从而

与追随者开展更积极有效的互动 (Thomas & 

Fowler, 2021)。而且, AI 技术可以对社交互动行为

和大量不同变化的反应进行评估, 从而帮助虚拟

影响者实现实时的自我优化(Campbell et al., 2020)。 

大多数虚拟影响者都构建了自己的故事线 , 

有着鲜明的个性(Deng & Jiang, 2023)。虚拟影响

者的个性会通过其宣传的产品和发布的体验表现

出来。吸引人的人物传记、有趣的故事情节和相

关的人物角色, 是确保虚拟影响者及其内容有趣, 

并保持高水平互动的关键(Guthrie, 2020)。例如, 

世界上第一个由计算机生成图像打造的虚拟影响

者——Lil Miquela, 她经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

日常时尚选择和生活, 从而引发了数百万粉丝的

关注。对于广告代言人而言, 代言人的特点和品

牌之间的契合度是影响广告代言效果的关键因素

(Choi & Rifon, 2012)。匹配假说(match-up hypothesis)

指出 , 产品和代言人之间必须是适配或匹配的 , 

这会影响消费者广告态度和购买意愿 (Wright, 

2016)。这种匹配性主要体现在感知专业性或一致

性方面。例如, 在企业选择品牌代言人时, 运动员

与体育相关产品之间的匹配性会比演员更高

(Schouten et al., 2020)。总的来说, 相较于人类影

响者, 虚拟影响者可以更好地与品牌个性相契合。 

3.1.2  积极影响机制二：注意力吸引与创新感知 

Yap (2018)指出 , 虚拟影响者的现象之所以

有机会脱颖而出, 是因为在品牌传播领域中人类

影响者太过常见。正因如此, 虚拟影响者可以有

效帮助品牌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特别是吸引年轻

人的注意, 这对于那些目标顾客以年轻人为主的

品牌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品牌传播领域, 广告及

其内容的新颖性和独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差

异化感知可以显著提高品牌吸引力(Gupta et al., 

2020)。个人选择与哪些群体或用户互动, 以何种

方式互动, 这些都反映了其想要塑造的社会身份

和关系身份(Edwards et al., 2019)。虚拟影响者可

能会在其追随者的创新性、思想开放性或符合最

新趋势等方面提供额外的信号价值(Arsenyan & 

Mirowska, 2021)。因此, 消费者会刻意地关注虚

拟影响者并与之互动, 从而展示他们想要表达的

个人身份和形象。 

Franke 等(2023)研究发现, 虽然消费者对虚

拟影响者的偏好并不是特别明显, 但就新颖性因

素而言, 虚拟影响者在广告中的应用也有可能是

有益的, 因为广告的感知新颖性能够积极地改变

消费者对品牌创新性感知。还有学者认为, 一些

品牌之所以积极地采用虚拟影响者, 是因为他们

能够给人们带来新鲜感, 新颖性因素驱动了这些

营销活动的成功(Moustakas et al., 2020; Tayenaka, 

2020)。通过采用新颖的虚拟影响者作为品牌代言

人, 企业和品牌可以有效地吸引消费者注意力。

而且, 企业在利用虚拟影响者做广告时, 可以将

消费者对广告的感知新颖性评价, 有效溢出至对

品牌感知创新性的积极评价(Franke et al., 2023)。

在广告中包含虚拟影响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一家企业和品牌是文化和技术领域的创新者

(Sands et al., 2022)。 

3.1.3  积极影响机制三：公关风险可控性 

作为广告代言人的人类影响者有可能会出现

丑闻事件导致给品牌形象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 

而虚拟影响者一般不会出现丑闻事件。人类代言

人偶尔的不当行为会给品牌形象带来潜在的风险

(Khamis et al., 2017)。有学者指出, 企业选用虚拟

影响者作为代言人不仅可以节省成本, 还能降低

代言人丑闻抹黑品牌形象的风险(Thomas & Fowler, 

2021)。一些企业选用虚拟影响者或模特的主要原

因在于公关风险的可控性, 因为这些虚拟影响者

的所有行为都是由一群幕后策划者经过深思熟虑

而形成的, 因此不会说出那些政治上不正确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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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不一致的话语(Robinson, 2020)。 

在社交媒体中, 很多人类影响者会对自己的

照片进行过度美化, 这会导致消费者对影响者外

表及行为真实性的质疑。很多网红的真实外表吸

引力远远低于网络照片, 被粉丝们抱怨“骗照”并

造成“翻车”。然而, 虚拟影响者不存在这方面的风

险, 因为他们不存在线下行为或状态, 所以他们

的“行为”和图像可以在后台进行有效校准, 从而

一如既往地保持美丽。虚拟影响者可以通过外表

吸引力、类人的功能和视听特征来保持他们的影

响力和说服有效性 (Faddoul & Chatterjee, 2020; 

Khan & Sutcliffe, 2014), 同时还可以避免受众对

真实性的担忧, 因为虚拟影响者是“真正虚假的”, 

受众很清楚他们面对的是虚拟人物。 

研究人员已经证实, 虚拟人的外表会对人们

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Hanus & Fox, 2015)。在视

觉上有吸引力的虚拟影响者更可能引发人们积极

的社会反应和行为改变 (Arsenyan & Mirowska, 

2021)。鉴于外表吸引方面的刻板印象, 外表吸引

力 可 以 提 升 虚 拟 影 响 者 的 说 服 力 和 影 响 力

(Faddoul & Chatterjee, 2020)。因此, 许多虚拟影

响者被设计成拥有理想化的外表。在广告中选择

外表出众的代言人可能会引发消费者的外貌焦

虑。已有研究发现, 虽然人类影响者和虚拟影响

者都会诱发消费者的外貌焦虑, 但是相较于人类

影响者, 虚拟影响者情境下引发的消费者外貌焦

虑程度更低(Deng & Jiang, 2023)。 

3.2  虚拟影响者营销的消极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3.2.1  消极影响机制一：算法厌恶 

虚拟影响者一旦出现了犯错行为, 更可能引

发消费者的反感情绪。个人倾向于对算法持有一

种普遍的反感, 这种现象被称为算法厌恶(algorithm 

aversion) (Thomas & Fowler, 2021), 尤其是在算

法出错的情况下(Dietvorst et al., 2018)。有研究发

现 , 尽管人们意识到算法预测优于人类预测者 , 

但他们更容易丧失对算法预测的信任, 而非对人

类预测的信任(Dietvorst et al., 2015)。一旦实际表

现不佳, 人们对真人的接受度胜于受算法控制的

虚拟人(Castelo et al., 2019)。当身份动机驱动消费

时, 人们会表现出更强的算法厌恶(Leung et al., 

2018)。研究显示, 相比于 AI 犯的错误, 人们更可

能原谅人类犯的错误(Thomas & Fowler, 2021)。一

个虚拟影响者做出越轨行为将导致消费者对替代

的虚拟影响者产生更强的厌恶感, 造成替代虚拟

影响者的出现无法缓解最初虚拟影响者的不当行

为对品牌的负面影响(Thomas & Fowler, 2021)。 

人们之所以会出现算法厌恶, 可能出于以下

原因：人们会感觉自己身为人类的身份受到了算

法或人工智能的威胁 (Granulo et al., 2021)。

Schmitt (2020)提出, 算法厌恶可能是由于物种主

义, 即优先对待人类物种而不是所有非人类物种

的偏见, 包括机器人和其他人工智能技术。有学

者指出, 人们认为算法难以理解用户的情感, 从

而愿意接受算法推荐的实用品而非享乐品(Longoni 

& Cian, 2022)。一些人可能出于对算法平台的隐

私担忧而不愿意选择使用算法平台的企业(Liang 

et al., 2022)。还有一些研究认为, 算法厌恶出现的

原因在于人们的过度自信, 因为高估自己的能力

而认为自己并不需要算法支持 (例如 Banker & 

Khetani, 2019; Liu et al., 2022)。人们认为人工智

能缺乏自主目标和意图, 因此当人工智能算法阐

述了高解释水平的说服语句时, 会造成人们更加

不信任(Kim & Duhachek, 2020)。 

3.2.2  消极影响机制二：恐怖谷效应 

虚拟影响者拥有极其类人的肖像可能会引发

消费者的不适感 , 这一现象被称为恐怖谷效应

(uncanny-valley effect) (Mori et al., 2012; Mousas 

et al., 2018)。Arsenyan 和 Mirowska (2021)探讨了

消费者对真人影响者、类人的(human-like)和类动

漫的 (anime-like)虚拟影响者的反应。结果发现 , 

相较于另外两类影响者, 消费者对类人虚拟影响

者的积极反应明显较低, 并且恐怖谷效应可以解

释该效应的产生。恐怖谷效应指出, 当非人类实

体如化身或机器人变得更像人类时, 它们可能会

引起用户的负面反应, 因为用户会感觉其与人类

惊人地相似 (Kätsyri et al., 2017; Mathur et al., 

2020; Wiese & Weis, 2020)。当一个虚拟人看起来

几乎就是人类时, 他/她的亲和力就会降低, 因为

这种过度的相似会使人感觉到不舒服(Beer et al., 

2015; Deng & Jiang, 2023)。 

已有研究指出, 每当一个实体在一个类别和

另一个类别之间转换时, 就会引发一种类别不确

定性(MacDorman & Chattopadhyay, 2016)。当人们

努力确定一个模糊实体的性质时, 很可能会引发

对它的负面评价(Yamada et al., 2013)。因此, 不知

道或不能确定当前人物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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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们的不适感。有学者从生理角度对恐怖谷效

应进行了解释。Rosenthal-von der Pütten 等(2019)

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研究发现, 当观

看类似人类的人物时, 在被试的腹内侧前额叶皮

层(VMPFC)中会观察到显著变化, 这一区域被认

为反映了同情这种情绪。而且 , 人物越像人类 , 

VMPFC 的活动就越多, 但当受试者面对极其像

人类的生物时, VMPFC 的活动就会减少。 

3.2.3  消极影响机制三：虚假性意识与不信任感 

信任是人工智能的基石, 人类只有信任这项

技术 , 才能自信而充分地获得人工智能的好处

(Sutrop, 2019)。以往研究认为, 相较于真人, 消费

者不喜欢虚拟人的根本原因在于不信任感的存

在。研究人员在一项质性研究中发现, 消费者较

难对虚拟影响者产生信任感, 因为这些虚拟人无

法真实地试用产品并给出真正的建议(Moustakas 

et al., 2020)。与虚拟影响者相比, 消费者往往对人

类影响者表现出更多的亲和力、可信度和偏好。 

当知晓广告是由 AI 生成时, 人们对广告的态

度会发生变化。人们会对公益广告中 AI 生成的面

孔产生虚假性意识(awareness of falsity), 从而对

捐赠意愿产生消极影响(Arango et al., 2023)。该项

研究主要通过是否告知被试“广告上的人脸图片

是 AI 生成的”来操纵虚假性意识, 研究者认为被

告知的被试会对图片产生较强的虚假性意识。

Robinson (2020)认为, 如果真人影响者采用夸大

或伪造个人身份的方式误导别人, 那么虚拟影响

者的创造者利用 Photoshop 让其看起来更有吸引

力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 消费者对虚拟影响者

存在动机和道德责任的质疑可能会引发消费者的

反感情绪, 以至于产生消极的影响。 

根据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 各种实体的

心智感知取决于两种独立的能力：一是与认知功

能相关的代理能力, 二是与情感功能相关的感知

能力(Waytz et al., 2010)。人们觉得 AI 的思维能力

强悍, 但完全没有感受, 这是人们认为 AI 不可信

任的部分原因(Seymour et al., 2023)。人们并没有

质疑 AI 的精密和先进, 但却对它的信任远远不

够。人们之所以愿意信任他人, 不是因为他们像

AI 一样聪明, 而是因为他们可以和自己有情感联

系。在通常情况下, AI 确实可以做出更快、更好、

比人类更明智的决策。但是, 对于生死攸关的重

要决策, AI 并不能得到人们足够的信任。由此推

断, AI 控制下的虚拟影响者也会被人们认为缺乏

感知能力和情商, 从而降低了人们的信任感。 

3.3  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的调节因素 

3.3.1  来源透明度 

得益于技术发展, 虚拟影响者已经拥有了足

以与真人相混淆的视觉形象, 这使得人们甚至失

去了辨别虚拟影响者与真人影响者的能力(Robinson, 

2020)。一些虚拟影响者过于逼真, 与真人看起来

无异, 以至于很难将他们与真实的人区分开。一

项针对 Twitter 帖子的分析发现, 约 30%的用户生

成内容已经由机器人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冒充人类

创建(Liu, 2019)。可见, AI 技术在虚拟影响者领域

的应用已经达到了能够以假乱真的程度。来源透

明度是指, 虚拟影响者在出现时是否被明确标注

其数字身份, 即非真人身份。例如, 在 Thomas 和

Fowler (2021)研究中, 参与者被告知该影响者是

人造的, 这表示具有较高的来源透明度。 

一些消费者保护主义者认为, 虚拟影响者创

作者应该在社交媒体帖子或广告上明确标注影响

者不是真人, 而是数字生成的虚拟人(Callahan, 2021)。

如果没有给虚拟影响者贴上“数字生成”的标签 , 

一些消费者可能会被误导, 以为该名影响者的产

品推荐是基于他们的经验和个人评估(Masteralexis 

et al., 2021)。但也有学者认为, 消费者只要仔细观

察都应该能够识别虚拟影响者是由计算机生成的

(Callahan, 2021)。当消费者发现来自人类影响者

的看似客观的内容其实是一则广告时, 他们通常

会被惹怒(Sands et al., 2022)。类似的, 当消费者错

以为虚拟影响者是真人时, 一旦发现其是虚拟人, 

可能会造成消极的影响。总之, 虚拟影响者的来

源透明度会影响消费者对他们的态度, 从而影响

对其代言品牌或产品的反应。 

3.3.2  产品类别/特征 

当代言产品是像乳液或香水这种需要涂抹在

身体上才能有效使用的产品时, 产品类别与虚拟

影响者明显是不匹配的, 因为作为广告展示者的

虚拟影响者并不能成为该产品类别的可信代言人

(Franke et al., 2023)。但是, 如果代言产品是技术

性产品或电子产品, 选择虚拟影响者作为广告代

言人却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技术产品非常需

要突出创新性, 这恰恰是虚拟影响者所代表的。

创新的技术产品, 就像虚拟影响者一样, 代表着

未来主义的魅力(Franke et al., 2023)。正如虚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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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者 Lil Miquela 在谈到与三星的合作时曾说过：

“我自己就是技术的产物 , 所以我能以一种比大

多数人更真实的方式与三星联系起来。” 

虚拟影响者在作为有形产品或服务的代言人

方面也可能存在差异。比如, 旅游行业就比较适

合虚拟影响者。这是因为虚拟影响者并不会受到

物理限制 , 名义上他们可以到任何地方进行“旅

行”, 因此可以成为完美的旅游代言人(Franke et al., 

2023)。由于视频游戏角色与虚拟影响者是基于相

同的技术, 也非常适合选用虚拟影响者作为广告

代言人。相反, 食品行业可能更不适合利用虚拟

影响者。正如 Zhou 等(2024)的研究发现, 虚拟影

响者并不适合给那些侧重近感官体验(味觉、嗅

觉、触觉)的产品或服务做代言, 其代言行为相较

于真人代言会造成更低的购买意愿。为了给食物

代言, 代言人需要传递较强的自然性, 而虚拟影

响者很可能缺乏这种自然性。 

产品类别背后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消费

者的偏好。例如, 产品的“本质”成分是更偏向自然

的还是技术的, 这会超越产品类别本身对消费者

偏好产生更大的影响(Franke et al., 2023)。在考虑

某类产品是否适合应用虚拟影响者作为品牌代言

人时, 企业有必要思考产品更本质的属性特征。

本研究认为, 并不是电子产品就一定更适合采用

虚拟影响者, 而是代表着技术发展前沿或时代前

沿的产品才更适合采用虚拟影响者作为代言人。

例如 , 如果是采用先进技术开发的新型化妆品 , 

企业选用虚拟影响者做代言人有可能比真人更能

激发消费者的积极反应; 而对于并不具备任何创

新属性的电子产品, 真人代言则可能更具吸引力。 

3.3.3  应用场景因素 

在企业营销活动中, 虚拟影响者可以出现在

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例如, 虚拟影响者可以在

微博、抖音、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品

牌宣传内容, 也可以像真人主播一样进行直播带

货, 或者以品牌代言人的角色出现在企业线上或

线下的广告宣传中。然而, 虚拟影响者如果在社

交媒体场景下宣传近感官产品, 可能会导致消极

的消费者反应。在 Zhou 等(2024)的研究中, 实验

主要采用了虚拟影响者在社交媒体中与消费者互

动的场景, 并证实了虚拟影响者代言近感官产品

时不如真人影响者的代言效果更好。Zhou 等(2024)

是在社交媒体场景中开展的研究设计, 社交媒体

使消费者有机会与影响者进行更深度的人际互动, 

如点赞、评论、讨论。 

社交媒体这一场景具有较高的人际互动性

(Bareket-Bojmel et al., 2016), 不仅涉及影响者与

消费者之间的互动, 还包括消费者之间的互动。

这可能会导致一种准社会关系的感知, 消费者会

感受到与影响者之间的相互联结或友谊, 甚至可

能将自己定位为影响者社交圈的一部分(Dibble et al., 

2016; Hwang & Zhang, 2018)。在社交媒体这类高

互动性场景中, 语言沟通是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信

息。如果被代言产品属于近感官产品, 影响者在

社交媒体中针对产品的代言内容不得不包含“强

感受性”语言。例如, 影响者在提及香水产品时不

得不称赞其气味好闻。这类语言会使消费者产生

较强的预期违背感(Hu & Ma, 2023), 从而降低了

代言的可信度感知。 

相对而言, 在传统广告场景中, 消费者没有

任何机会与影响者开展互动, 也没有机会与其他

消费者进行互动。虚拟人的出现是为了利用其完

美形象或知名度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并加强广

告记忆效果, 其作用机制类似于聘用真人明星代

言人。Thomas 和 Fowler (2021)研究表明, 虚拟影

响者可以产生类似于人类影响者的品牌代言效果, 

这一影响可以用记忆的联想网络模型进行解释。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消费者记忆中品牌会和其代

言人关联在一起(Thomas & Fowler, 2016)。获得积

极认知的虚拟影响者可以引发消费者对品牌的积

极联想。因此, 在传统广告场景下, 即使虚拟影响

者代言的产品属于近感官产品, 依旧可以带来较

为积极的营销效果。 

3.3.4  消费者因素 

消费者的性别、年龄、个性、先前经验、技

术接受度等特征因素都会影响虚拟影响者营销效

应(Gelbrich et al., 2023)。比如, 男性通常更喜欢

视频游戏, 他们可能也更熟悉虚拟影响者的概念, 

因为虚拟影响者可能与 3D 游戏角色非常相近。一

些企业认为, 虚拟影响者更可能获得年轻一代的

关注。例如, 奢侈品牌 Prada 在 2021 年启用了虚

拟模特 Candy, 为其香水 Prada Candy 进行营销活

动。Prada 此举意在更好地与年轻消费者开展数字

互动, 广告重点投放在 Z 时代活跃的媒体平台, 

如 Twitch、Snapchat 和 TikTok。 

虚拟影响者的广告代言效果往往与消费者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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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度相关, 那些偏好虚拟与现实融合、喜欢神

秘感的消费者更有可能青睐虚拟影响者(Franke et al., 

2023)。具有较高好奇心的这一性格特征的消费者

可能会比较喜欢虚拟影响者(Sands et al., 2022)。

例如, Prada 指出 Candy 香水旨在诠释品牌求知探

索、时尚前卫和空灵玩趣的核心精神, 藉由香水

重塑现实并打破刻板印象。这一品牌内核与虚拟

影响者打破传统、拥抱创新的本质特征是一致的, 

从而吸引那些充满创意遐想、热衷探寻虚拟世界

的消费者。 

此外, 消费者的文化价值观或与虚拟人相关

的先前经验也会影响他们对虚拟影响者营销的接

受度。例如, 动漫文化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 在日

本动漫或游戏中创造的虚拟角色比西方国家要普

遍得多, 其人物影响力也更强, 像“初音未来”这

类虚拟歌手或偶像就首次出现在日本。又如, 首

尔漫展(SICAF)等国际知名漫展的举办 , 显示了

韩国二次元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和受众基础。可见, 

一个国家的消费者对二次元文化或虚拟角色的接

受度越高, 对虚拟影响者开展营销活动的接受度

就会越高, 从而产生更积极的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 

4  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的总结与讨论 

人工智能正在使营销领域发生深刻变革, 这

使得营销者迫切需要了解虚拟影响者如何影响目

标消费者的心理感知与行为反应。通过对虚拟影 

 

响者营销研究现状的系统回顾, 本研究明确了虚

拟影响者的概念与内涵, 在人物设计层面提出了

影响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的关键因素, 并创新性

地提出了虚拟影响者的 6 种具体分类。在此基础

上,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虚拟影响者积极与消极营

销效应的作用机制与调节因素, 这将有助于营销

者在应用虚拟影响者时尽力发挥其积极效应并降

低可能的消极影响。总的来说, 虚拟影响者营销

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许多研究议题亟待进一步

深化。同时, 虚拟影响者在营销领域的应用拥有

积极的发展前景 , 但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潜在挑

战。企业需要充分评估这些挑战并制定相应的应

对策略, 以确保虚拟影响者能够成功应用于营销

场景并带来预期效果。 

4.1  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的总结 

根据现有虚拟影响者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汇

总整理出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的模

型框架图, 如图 2 所示。 

综合学术文献和商业实践, 本研究基于形式

真实性和行为真实性提出了虚拟影响者的 2×3 分

类法。在 AI 技术的支持下, 虚拟影响者在外观、

个性、人设和情感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真实

性, 这些因素共同影响其营销效果。学术界和管

理者可以借助这一分类法识别虚拟影响者的不同

要素, 从而制定更为精准的营销策略以实现特定

的营销目标。 

 
 

图 2  本文模型框架图 
注：图中加粗实线箭头表示直接效应, 虚线箭头表示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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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研究的分析, 相较于人类影响者, 虚

拟影响者有机会给企业带来更积极的营销效应 , 

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 企业可以有效控制虚拟

影响者的行为表现, 确保较高的品牌契合度; 第

二, 利用虚拟影响者可以吸引受众注意力并产生

新鲜感 , 提高消费者对广告和品牌的创新感知 ; 

第三, 选用虚拟影响者可以确保品牌代言人公关

风险的可控性 , 有效避免了人类代言人丑闻事

件、言论不当等潜在风险。同时, 虚拟影响者的

应用也存在潜在的消极影响效应, 原因如下：第

一, 消费者由于算法厌恶而不愿意接受算法控制

的虚拟人, 特别是在算法出错或结果不佳时; 第

二, 根据恐怖谷效应, 外形过于类人的虚拟人可

能会引发消费者负面的心理反应; 第三, 消费者

对虚拟影响者会产生虚假性意识, 并由此引发不

信任感, 从而消极影响其代言效果。需要注意的

是 , 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作为一个维度的两端 , 

有可能存在共用的影响机制。例如, 相较于人类

影响者, 如果消费者对虚拟影响者具有较强的不

信任感, 会更不愿意选择或消费虚拟影响者代言

的产品。然而, 虚拟影响者在特定场景下也有可

能比人类影响者使消费者产生更高的信任感。有

研究指出, 与真人相比, 自动化社会存在会降低

消费者对社会评判的感知(Holthöwer & van Doorn, 

2023)。这意味着在感知社会风险较高的场景下, 

消费者可能对虚拟影响者产生更高的信任感, 因

为他们不会像真人一样对消费者产生社会评判、

引发尴尬情绪或泄露隐私信息。因此, 不信任感

(或信任感)可能并不局限于消极影响机制, 也可

能是引发积极影响效应的重要机制。 

本研究还进一步从广告设计和受众层面分析

了影响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的调节因素：首先 , 

未明确标注的虚拟影响者一旦被消费者发现并非

真人 , 容易引发消费者的消极情绪及行为反应 , 

特别是对于难以辨识的超写实虚拟人。明确的虚

拟人标识在虚拟影响者从事营销活动时是十分必

要的。其次, 虚拟影响者营销在不同产品类别中

的适用性存在差异, 同时企业还应进一步考虑产

品类别背后的成分因素, 如自然性、技术性。再

次 , 虚拟影响者可以应用于多样化的营销场景 , 

如广告代言、社交媒体互动。然而, 针对不同类

型的产品, 虚拟影响者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营销

效果存在差异。这启示企业在采用虚拟影响者营

销策略时, 必须充分考虑各个应用场景的具体特

点。最后, 消费者的性别、年龄、个性、先前经

验、技术接受度、文化价值观等个体特征和因素

也会影响其对虚拟影响者的接受程度, 因此企业

需要确认其目标受众的消费者特征是否足够匹配。 

4.2  虚拟影响者营销的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虚拟影响者营销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 

仍有许多需进一步深化的研究议题。为此, 本文

将这些有待探究的领域归纳为 4 个主题, 即技术

赋能下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研究、虚拟影响者营

销的作用机制研究、虚拟影响者营销的结果研究

以及虚拟影响者营销的伦理研究。 

4.2.1  探索技术赋能下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研究 

首先, 虚拟影响者凭借在外观、声音和语言

方面的无限定制性, 展现出强大的研究潜力, 可

帮助品牌瞄准新的消费者细分市场(Kietzmann et al., 

2020)。这一特性使品牌能够突破传统限制, 不仅

可以有效接触国际受众, 还能够吸引来自少数群

体的消费者。随着虚拟影响者逐步融入元宇宙等

新兴技术平台, 这一技术背景为品牌融入技术创

新浪潮提供了重要契机, 同时也能吸引更多年轻

消费者(Franke et al., 2023)。例如, 在亨氏番茄酱

的近期广告活动中, 采用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器在

元宇宙美术馆展示艺术品, 成功使品牌焕发新活

力 , 与年轻观众及潜在艺术爱好者建立了联系 , 

激发社交讨论和消费者参与度, 有效促进了销售

增长。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虚拟影响

者如何帮助品牌跨越虚拟空间和文化背景, 以接

触更广泛和年轻的受众群体, 实现市场渗透和扩

展。同时, 还可探索其在助力品牌融入新兴技术

浪潮、提升市场竞争力方面的潜在应用价值。 

其次, 虚拟影响者的高度适应性使其成为支

持品牌细分和差异化定位策略的强大工具, 有助

于满足不同品牌及其目标受众的需求。例如, 奢

侈品牌可以借助虚拟影响者与目标受众产生共鸣, 

通过塑造理想化的表现或定位, 增强受众对品牌

的独特性感知(Koles et al., 2024)。同时, 虚拟影响

者的类人特征能够传递新奇感和未来感, 进一步

强化品牌形象, 并使消费者将这些感受迁移至合

作品牌(Zhang et al., 2023)。此外, 虚拟影响者的

可定制性还可以通过在故事情节中融入意想不到

的细节来解决消费者的“影响者疲劳” (Sorosrungruang 

et al., 2024)。例如, 虚拟影响者 Imma 通过克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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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形状与外观回应包容性和多样性议题, 成功

吸引了更多消费者的关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

讨如何通过虚拟影响者的精细化设计实现差异化

定位策略 , 如视觉外观与背景故事的灵活调整 , 

增强品牌的新奇感、未来感或酷感, 从而实现品

牌的形象更新并提升对不同细分市场的吸引力。 

最后, 虚拟影响者在创意内容开发和沉浸式

体验方面也展现了显著的技术优势。新兴技术赋

予了虚拟影响者极高的创意灵活性, 其创造者可

以设计出独特且无限的内容, 突破传统模式下内

容创作的局限。品牌可充分利用虚拟影响者丰富

的叙事能力和多维背景设定, 为消费者打造高度

个性化和创新性的故事情境。这种独特的叙事方

式不仅能够吸引用户的深度参与, 还能显著提升

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此外, 与

真人影响者不同, 虚拟影响者不受现实条件限制, 

能够借助混合现实技术(如 AR、VR)为消费者提供

实时、多感官的沉浸式体验和互动体验。因此, 未

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利用虚拟影响者突

破现实限制, 帮助品牌生成独特且无限的创意内

容和互动方式, 以提升品牌参与度和创新能力。 

4.2.2  深化虚拟影响者营销的作用机制研究 

虚拟影响者作为新兴的数字营销工具, 其作

用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首先, 虚拟影响者如何

通过调动消费者情绪带来积极的营销效应是未来

研究的一个方向。在 AI 技术的支持下, 虚拟影响

者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情感性动机, 如把虚

拟影响者想象成自己的朋友、同伴、崇拜对象等。

根据情感环状模型可知 , 情绪不是离散的状态 , 

而是沿着效价和唤醒水平两个垂直维度构成的连

续体(Russell, 1980)。那么, 针对不同类型的虚拟

影响者, 他们在影响消费者情绪效价和唤醒水平

方面很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例如, 具有卡通形象

的虚拟影响者通过其可爱的形象、甜美的声音和

活泼的行为让消费者感受到愉悦和开心, 更侧重

于在情绪效价方面产生影响; 而类人虚拟影响者

可能会拍摄与产品相关的剧情故事并分享在社交

平台, 剧情的惊险刺激不仅可以吸引消费者注意, 

还能影响消费者的情绪唤醒水平。因此, 未来研

究可以深入挖掘不同虚拟影响者在影响消费者反

应过程中的情绪机制。 

其次, 虚拟影响者营销中基于准社会关系的

作用机制研究有待深化。准社会关系作为虚拟影

响者营销的核心概念之一, 强调消费者在缺乏真

实互动的情况下, 通过虚拟影响者的互动内容和

形象产生认同感和情感连接。这种关系机制不仅

依赖于虚拟影响者的表现、形象和故事情节, 还

受到消费者与其之间互动频率、互动内容及情感

共鸣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 由于虚拟影响者的

情感参与度较低, 消费者与虚拟影响者建立的准

社会关系相对较弱, 从而削弱了品牌兴趣和购买

意图等营销效果。因此, 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虚

拟影响者如何通过增强情感参与和共鸣, 进一步

强化准社会关系。此外, 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年

轻受众对虚拟影响者的准社会关系, 那么拥有不

同认知层次和能力的用户群体, 虚拟影响者营销

是否存在相同的作用机制仍需验证。未来研究应

从跨年龄、跨文化的视角系统分析不同用户群体

的准社会关系特征及其对营销效果的影响机制 , 

以完善理论框架并指导实践。 

4.2.3  拓展虚拟影响者营销的结果研究 

首先, 当前关于虚拟影响者营销的研究多集

中于即时效果, 例如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态度

和购买意图。然而, 这种短期效果的衡量往往忽

略了虚拟影响者在建立品牌忠诚度、消费者信任

以及品牌与消费者长期关系中的潜在作用。作为

长期品牌代言人, 虚拟影响者的影响力不仅局限

于单次营销活动, 更应关注其在塑造品牌形象、

增强情感连接和提升消费者忠诚度方面的长期价

值。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虚拟影响者与消费者的

互动如何在长期内影响消费者行为模式, 从而推

动品牌长期价值和市场份额的增长。这不仅有助

于全面评估虚拟影响者营销的效果, 还能为品牌

是否选择长期投资虚拟影响者提供更深层次的理

论支撑。 

其次, 虚拟影响者的跨平台营销效果是一个

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凭借高度灵活性和不受地

理位置限制的优势, 虚拟影响者不仅活跃于传统

社交媒体 , 还逐步渗透至元宇宙等新兴数字平

台。不同平台的受众特征、交互模式和传播方式

可能导致虚拟影响者在各平台上的表现存在显著

差异。例如, 虚拟影响者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即时

传播效果, 可能与其在虚拟现实(VR)平台中的沉

浸式体验效果截然不同。研究这些差异及其对消

费者行为的影响, 将有助于品牌理解多平台间的

协同效应, 优化虚拟影响者的整体营销策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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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深入分析跨平台环境下虚拟影响者的表现, 品

牌商可更精确地制定营销布局, 从而最大化整体

营销效果。因此, 未来研究应重点探讨消费者如

何将与虚拟影响者在社交媒体上建立的关系迁移

至其他数字平台, 如元宇宙, 这一领域可能成为

虚拟影响者的重要发展方向。 

最后, 探讨消费者对虚拟影响者的心理反应

是另一重要研究方向。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消费者

对虚拟影响者的接受度和态度, 但对其深层次心

理动因和情感反应的探讨较为薄弱。例如, 消费

者对虚拟影响者的情感依赖、虚拟角色与现实角

色的界限模糊以及虚拟影响者是否能够建立类似

“亲密关系”的情感联结等问题, 尚未得到充分研

究。虚拟影响者作为数字世界中的“新型明星”, 可

能超越单纯的品牌推广, 在消费者心中形成深层

次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关系的建立和演变, 或

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和购买决

策。因此, 深入研究虚拟影响者在塑造消费者情

感联结和心理认同方面的作用, 不仅能够为虚拟

影响者营销效果提供更全面的评估视角, 还能为

品牌策略优化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4.2.4  强化虚拟影响者营销的伦理研究 

首先, 目前大多数虚拟影响者由人类团队管

理, 其角色设定和任务执行严格遵循脚本。然而,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引入使虚拟影响者逐步实现自

动化, 这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研究表明, 人工智

能聊天机器人在回应查询时可能生成不真实、不

相关、不适当或误导性的信息(Niederman & Baker, 

2023), 这不仅会损害品牌声誉, 还可能削弱公平

性, 降低虚拟影响者的可接受性(Thomas & Fowler, 

2021)。因此, 虚拟影响者及其创建者的身份需保

持公开透明, 以减少不道德行为带来的影响。未

来研究应重点探讨如何在虚拟影响者营销中保障

信息透明, 使消费者明确和了解其背后品牌或创

作者的关系, 从而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误导消费者。 

其次, 虚拟影响者不受伦理和法律约束的自

然属性, 导致他们可能在某些情境下传播不健康

的消费观念或行为模式。例如, 某些虚拟影响者

可能被设计成过度完美、虚幻的形象, 这样的“理

想化”形象会无形中加剧消费者的自我不满 , 特

别是对于年轻受众, 可能导致身材焦虑和不切实

际的生活期待。因此, 虚拟影响者在塑造社会价

值观和消费者心理方面的道德责任亟待深入探

讨。未来研究应关注如何在虚拟影响者营销中引

入社会责任感, 避免其沦为单纯的消费主义工具。 

最后, 虚拟影响者的互动涉及消费者数据的

访问和安全性问题。虚拟影响者依赖先进的数据

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精准地调整行为和互

动方式, 锁定消费者偏好和需求。然而, 数据收集

与使用往往缺乏透明度和明确授权, 可能侵犯消

费者隐私权, 甚至导致“数据剥削”。随着虚拟影响

者在社交平台和元宇宙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 ,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伦理挑

战。因此, 品牌应该与创作者密切合作, 确保消费

者数据隐私不被损害或不道德地利用。这也为未

来研究提供了探索数据透明机制和隐私保护策略

的契机。 

4.3  虚拟影响者营销应用的前景与挑战 

4.3.1  虚拟影响者营销应用的前景 

虚拟影响者在企业广告代言、品牌人格化、

客户互动等营销应用领域都极具应用潜力。Franke

等(2023)曾指出 , 虚拟影响者改变了整个广告行

业, 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使用虚拟影响者来替代

人类代言人进行营销宣传。例如, 中国国家博物

馆聘用了一位数字员工——艾雯雯, 她不仅是虚

拟世界博物馆的形象代言人, 还可以通过短视频

为观众提供文物历史导览和咨询等服务。一些知

名品牌包括奢侈品品牌都已经利用虚拟影响者进

行新产品宣传, 或选择某些知名虚拟偶像作为其

品牌的代言人(Robinson, 2020)。目前来看, 虚拟

影响者最常与化妆品和生活方式品牌合作(Moustakas 

et al., 2020)。 

事实上, 虚拟影响者有潜力超越仅仅充当品

牌代言人, 因为他们可以被设计用于代表品牌的

价值观和形象(Bradley, 2020)。虚拟影响者正在拓

宽影响者营销(influencer marketing)的边界, 特别

是在生活方式、时尚和化妆品行业。在营销领域, 

虚拟影响者已经展示了一系列积极的品牌效应 , 

如接触新受众、增加知名度和销售额、积极宣传

以及增加消费者参与意愿 (Thomas & Fowler, 

2021)。使用虚拟影响者进行客户服务的一个主要

好处是降低运营成本。除了最初的开发阶段和定

期更新与创新, 与人工客户服务代理相比, 虚拟

影响者的增量成本相对较低(Sands et al., 2022)。

他们的功能可以根据客户服务需求进行扩展, 而

无需雇用额外的人工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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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影响者正在逐渐被消费者接受为品牌的

代言人或大使。这给企业和品牌创造了创建自主

虚拟人物的机会, 这些虚拟数字人可以将品牌代

言人和客户服务代理的职能结合在一起, 进一步

实现品牌的人格化。元宇宙的发展也为品牌利用

虚拟影响者提供了许多机会。例如, 品牌可以创

建专有的虚拟影响者, 与现有的虚拟影响者合作, 

或者将现实生活中的影响者、品牌代言人或名人

扩展为可以在元宇宙内互动的数字替身(Sands et al., 

2022)。这些虚拟品牌代表可以与元宇宙里的消费

者建立联系, 将虚拟展厅、时装秀和更衣室用于

为客户提供服务和品牌体验。例如, 迪奥为品牌

代言人 Angelababy 制作了数字替身, 该虚拟形象

亮相了 Dior2021 秋季成衣上海秀, 迪奥官方微博

与网络观众们实时分享了秀场。巴宝莉等其他品

牌也在利用这一技术, 为真人模特生成数字替身, 

以便参与网络活动或代言。 

虚拟影响者在与受众互动的参与度和同时段

跨平台活动方面更具潜力。与人类影响者相比 , 

虚拟影响者可以在广泛的产品或服务类别中发挥

效用, 并且能够以新颖的方式获得年轻消费者的

关注。虚拟影响者在围绕一个品牌实现消费者聚

集方面十分有效。因为虚拟影响者可以不费力地

开展跨平台参与并实时回复每条评论, 从而实现

大范围的品牌社区互动(Guthrie, 2020)。虚拟影响

者还可以根据企业和品牌需要, 同时在多个社交

媒体平台中, 通过虚拟影响者的人设和故事互动

与目标顾客或粉丝产生强烈的共鸣, 从而形成持

续的影响力。 

根据国海证券(2022)的研究报告 , 大量企业

已经进军虚拟偶像或虚拟影响者的领域。初代二

次元虚拟偶像代表, 包括初音未来、洛天依等, 他

们以 CG 技术合成+雅马哈 VOCALOID 系软件合

成声音。如今, 虚拟偶像的商业领域越来越广泛, 

从线上场景逐渐延伸至线下的周边衍生产品, 虚

拟偶像对这些印有其图像的实体产品进行了价值

赋能。2020 年, 字节跳动及乐华娱乐推出了虚拟

偶像团体 A-SOUL, 并迅速受到了粉丝们的喜爱, 

成为业界顶流。2021 年, 燃麦科技推出了虚拟超

写实数字人 AYAYI, 创壹科技推出了超写实虚拟

UP 主柳叶熙。他们的主要呈现形式分别为静态图

片和视频。目前, 这些虚拟偶像的盈利模式主要

包括演艺活动、直播带货、直播打赏、商业代言, 

其周边衍生产品更是潜力极大。头部虚拟偶像在

直播坑位费、打赏收入方面甚至可以比肩头部的

真人主播。 

4.3.2  虚拟影响者营销应用的挑战 

首先, 在技术与成本方面, 高质量虚拟影响

者的设计与制作需要极高的研发、人力和技术成

本, 不仅包括最初的形象设计与制作, 还包括后

续持续的内容创作、智能驱动与后期维护等。虚

拟影响者的建设和运营需要长期投入, 但其利润

回报周期可能较长。品牌因此需要制定长期的发

展计划, 构建基于虚拟影响者的盈利模式, 以确

保虚拟影响者能够持续为企业和品牌带来价值。

而且,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新的虚拟影响者技

术可能不断出现。企业需要密切关注技术发展动

态, 及时评估新技术对现有虚拟影响者营销活动

的影响, 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其次, 在市场接受度方面, 虽然消费者目前

对虚拟影响者提供的互动体验感觉到新奇有趣 , 

但是仍对其真实性和自然性的信任度存在疑虑。

这要求企业需要不断提供高质量的内容创造和更

具真实感的互动体验来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度, 这

也意味着持续且高昂的成本投入。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消费者对虚拟影响者类型的偏好存在差异 , 

例如法国的类动漫虚拟影响者 Noonoouri 未必能

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东西方消费者对虚拟形

象的偏好和消费习惯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这要

求品牌在制定虚拟影响者相关的营销策略时必须

因地制宜, 充分考虑文化差异性。 

再次, 在内容运营方面, 虚拟影响者在创建

后并非一劳永逸, 而是需要持续且高品质的内容

创作和维护, 以确保其形象的活跃度和对目标消

费者的持久吸引力。这一过程要求企业不仅具备

强大的内容创作能力, 能够不断创新并产出符合

品牌形象及受众喜好的内容, 还需要一支高效稳

定的运营团队, 负责内容的策划、制作、发布及

数据分析, 从而确保虚拟影响者持续稳定地输出

高质量的内容。并且,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市

场竞争的加剧, 虚拟影响者还需要紧跟时代步伐, 

实现技术的更新和优化。这就要求企业在技术层

面要拥有强大的科研能力, 能够在必要时对虚拟

影响者进行技术升级、功能拓展或形象优化。 

最后, 在法律与道德方面, 虚拟影响者的设

计和使用可能涉及版权和隐私问题。企业需要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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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虚拟影响者的设计不侵犯他人的版权, 并在使

用过程中充分保护消费者的隐私。虚拟影响者的

行为和价值观还应该符合社会道德和伦理标准。

近年来, 随着与人类高度相似的虚拟影响者的增

加, 消费者也意识到影响者营销中的虚假性或制

造现实的可能性(Sands et al., 2022)。最近的一项

研究发现, 相较于人类代理, 与 AI 代理互动会增

加消费者参与不道德消费行为的倾向, 而预期内

疚的下降是驱动不道德行为的潜在机制(Kim et al., 

2023)。因此, 企业需要确保虚拟影响者在与消费

者互动过程中传递正面、积极的信息, 避免引发

道德争议和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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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AI technology, virtual influencers have emerged as innovative 

marketing tools that attract consumers by simulating human traits and personalities, particularly among 

younger demographics. Enterprises can design different types of virtual influencers from two dimensions: 

form realism and behavioral realism.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influencers in marketing activities can 

capture consumer attention through novelty, thereby enhancing the perception of brand innovation and 

avoiding the risks of scandals and inappropriate behavior associated with human influencers. However, 

virtual influencer marketing also has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algorithm aversion caused by errors, 

the uncanny valley effect, and consumer skepticism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virtual influencers. The 

important moderating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virtual influencer marketing include source 

transparency, product categories/characteristics,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consume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Finally,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marketing effects of virtual influencers,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of virtual influencer marketing in the fields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underlying mechanisms, marketing results, marketing ethics, etc., as well as the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possible challenges of virtual influencer marketing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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